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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减贫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中国的贫困治理不

是一个单维度的减贫政策，而是一个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

程。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发轫于中国的发展减贫经验，通过联动、协同和演

进三重机制的共同影响，推动中国经济从不平衡增长过渡到平衡发展。这个模式

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逻辑。通过对埃塞

俄比亚、加纳和尼日利亚三个非洲国家减贫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渐进平衡模式

为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效果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揭示了政府、社会和市

场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现有的国际反贫困理论。同

时，这个模式也强调同一性和多样性发展知识的结合。可持续的贫困治理需要发

展中国家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实践，注重政策实施次序，不断扩大受益群体和减少

社会阻力，使发展减贫成为自我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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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２０世纪中期发展理论兴起以来，反贫困研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
一，发展中国家对于减贫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然而，现有理论普遍认为消除
贫困如同摆脱地心引力一样困难。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大量存在，减贫政策难
以持续。①

在过去的４０年中，中国取得了突出的减贫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约８
亿，占全世界脱贫人口的７０％以上，实现了全面脱贫的目标。② 中国的减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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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文献参见Ｌｕｃｙ　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ｏｈｉｎｉ　Ｐａｎｄｅ，“Ｅｎ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ｈ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ｎ’ｔ
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１７３－２００．
中国的减贫总数因贫困线标准不同而有所差异。按照中国２０１０年贫困标准计算 （每年

２３００元），中国７．７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１．９美元 （购买



对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中国的贫困率远低于与其经济发展

水平相似的国家。即使是与创造了发展奇迹的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减

贫幅度也非常显著。①第二，减贫政策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减贫成效得以持续

推进。对于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国学者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总结和分析，提炼出许

多独特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了反贫困

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然而，中西方理论对于贫困研究的不同视角依然存在学术争论：

中国的减贫经验到底是特殊性的实践知识，还是遵循了普遍性的发展逻辑？②

既有研究通常把减贫当作一个单维度的政策目标和专门的政策工具，而本文将贫

困治理定义为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程，通过多种政策工具来协调政府、社会与市场

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消除绝对贫困和减少相对贫困的目标。

因此，贫困治理是一个比减贫含义更广的概念，也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延续性。贫困

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

中国的贫困治理在汲取了众多国际减贫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创新形成

了具有鲜明本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这既是一个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也是新的普遍性知识孕育的过程。本文正是在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的基础

上，尝试建立一个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以系统阐释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共同特

征和个体差异。

一、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２０世纪的西方发展理论认为贫困是应当被消除的社会之恶，而政府可以通过政

策干预来减少贫困。③ 这些关于减贫的研究通常从经济增长和分配政治的视角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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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力平价）的国际绝对贫困线计算，中国有超过８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参见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４月７日，第９版。

①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Ｗ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１９６５－２０１４，”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１，２０１８，ｐ．１３．
关于中国发展和减贫模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争论，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
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
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徐秀丽、李小云：
《平行经验的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Ｙｕｅｎ　Ｙｕｅｎ　Ａｎｇ，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ｃ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Ｂａｒｒ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３－２４．
关于西方文献中贫困概念的演变，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Ｂ，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１５，ｐｐ．１９６７－２０６１．



找到影响贫困差异的普遍性因素，但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与此同时，

中国学者则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关注中国的减贫经验，逐渐发展出一套中国特色的解
释框架。

（一）经济增长视角

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低收
入国家面临资源、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国家能力等多重限制，在没有外力干预的
情况下，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的状态，经济可能陷入停滞。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
依赖外部援助才可能突破资金瓶颈，加快经济增长。① 同时，经济增长可以产生
“涓滴效应”，使社会财富普遍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口，因此增长是减贫的核心。②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来看，援助有效论和
“涓滴效应”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证支持。一方面，在大多数受援国中，国际援助
既没有从根本上起到补充投资不足的作用，也没有在实质上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一些国家对援助的依赖反而使经济结构更脆弱，丧失了自身发展的动力。③

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中国家并未整体陷入贫困陷阱，④ 但一些国家的经济
状况恶化和福利水平下降，导致更多人落入贫困陷阱。这种现象被称为 “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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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罗斯托提出的 “经济增长阶段论”和２１世纪
初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 “援助有效论”。参见 Ｗ．Ｗ．Ｒｏｓｔｏｗ，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两者不同的是，罗斯托主要强调援助对
美国的战略意义，而萨克斯则呼吁全球的反贫困行动。关于罗斯托的理论对美国援助
政策的影响，参见梁志：《“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美国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关于早期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增长 “涓滴效应”的讨论总结，参见 Ｈ．Ｗ．Ａｒｎｄｔ，“Ｔｈｅ
‘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Ｍｙ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３２，ｎｏ．１，

１９８３，ｐｐ．１－１０．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文献讨论和实证分析，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Ｂｕｙ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２００３，ｐｐ．２３－４８；

Ｒａｇｈｕｒａｍ　Ｇ．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Ａｉ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９０，

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６４３－６６５；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Ｋｙｋｌｏｓ，ｖｏｌ．６８，ｎｏ．３，２０１５，

ｐｐ．２７７－３１６；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８期。

Ａａｒｔ　Ｋｒａａ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Ｄ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　Ｅｘｉ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２０１４，ｐｐ．１２７－１４８．



性增长” （ｉｍｍｅｒｉｓ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或贫困式增长。① 早在１９世纪，马克思就从阶
级结构上阐明了 “悲惨性增长”的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趋势是：“生产
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
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少。”② 而正是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工人
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他们的绝对贫困也是不可避免的。之后的学者则把这个概念进
一步延伸，提出了歧视、冲突、环境破坏、腐败等因素都可能减少经济增长的总体
收益，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导致悲惨性增长。③

另一类观点则强调经济增长的条件论，即经济增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更大的
减贫效果。尽管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穷人可以直接受惠于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 “涓
滴效应”，④ 但贫困—增长—不平等的发展三元关系意味着增长的减贫 “弹性”取决
于收入不平等水平。⑤ 从理论上说，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同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但在
现实世界中，这三个目标却基本无法同时实现。托马斯·皮凯蒂发现，自１９世纪以来，

资本回报率在绝大部分时候高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资本家财富增长速度高于劳动者工
资增长速度。⑥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程度加剧，从而削弱经济增长
的减贫效果。因此，经济增长只是减贫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正如保罗·柯
里尔所说，“增长并非万能的 （ｃｕｒｅ－ａｌｌ），但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ｋｉｌｌ－ａｌｌ）。”⑦

（二）政治分配视角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贫困是 “福祉被公然的剥夺”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⑧ 因此减贫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福祉。而从伦理学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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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关注的重点是出口增长可能造成的贸易条
件恶化。参见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Ｉｍｍｉｓｅｒ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Ｎｏｔ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１９５８，ｐｐ．２０１－２０６．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４页。
参见Ｐａｕｌ　Ｓｈａｆｆｅｒ，Ｒａｖｉ　Ｋａｎｂｕ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ｎｄｂｒｏｏｋ，ｅｄｓ．，Ｉｍｍｉｓｅｒ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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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形成实质上是个人获取福利的能力被剥夺的结果。① 因此，解决贫困问题不
仅需要经济增长，还需要依靠政治分配来保障个人获取相同机会的能力，体现社会
正义。② 政治分配主要分为制度安排和政治博弈两个层面。

第一，制度安排。

制度解释的基本假设是政治制度安排影响权力关系，继而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
方式。一般认为，成熟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政府决策难以被少数利益
集团操纵，弱势群体也有渠道为自己争取利益，收入分配会相对平等。根据中间选
民理论的假设，中间选民的偏好代表了普遍民意。如果中间选民的收入位于平均收
入之下，政府的再分配力度增大，并且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贫困率会较低。③ 但是，

如果中间选民的收入水平较高，福利开支的增加将更多惠及中产阶级，对减贫的作
用不大。④ 此外，如果民主制度监督机制弱，实际决策权被少数统治精英所把持，

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就可能被固化，穷人就更难摆脱贫困陷阱。⑤

政党制度也对贫困有重要影响。代表上层精英的右翼政党和代表劳工阶层的左
翼政党在福利分配的优先对象上区别明显。左翼政党更可能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福利
和再分配政策，从而保持着较低的贫困率。研究发现，在具有成熟的民主制度、由
左翼政党执政、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国家，贫困人口相对较少。⑥ 然而，除
了少数拉美国家外，连续执政的左翼政府并不常见，政党轮替往往导致减贫政策难
以延续。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低收入国家面临更大的市场开放和吸引外资
的压力，倾向于减少社会保障投入和就业保护，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更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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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博弈。

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影响。尽管许多发展
中国家都承诺将减贫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在缺乏政治激励和社会支持的
情况下，因政府难以持续投入资源扶持同一群体，易导致减贫成果半途而废。因此，

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不仅是制定减贫政策，更重要的是建立支持减贫政策持续实
施的政治联盟。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强国家的基础能力，因此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
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更为重要。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对抗性和互补性也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阿尔伯特·赫希曼曾经指出，对于 “后后发国家”
（ｌａｔｅ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ｓ），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挑战更大。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壮大的产
业会阻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新产业的出现会威胁到已有产业的地位。① 类
似的利益冲突也在东欧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早期改革的受惠者会为了保护自
己的既得利益而阻挠彻底改革，从而导致改革半途而废。② 在社会分配政策上，增
加福利支出反而会加剧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劳工之间的矛盾，导致再分配政策难
以持续。这种现象在拉美国家尤其普遍。③ 由此可见，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导
致不同团体间利益冲突增大，国家和社会之间就可能更多呈现出对抗的特征，从而
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④

（三）国家治理视角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会长期存在，那么中国是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的？

许多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卓有成效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减贫中的显著作用。汪三贵和胡骏认为集中统一的治理
结构是中国扶贫取得巨大成效的关键因素，使政府可以持续地开展减贫行动，而
且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⑤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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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坚持全国一盘棋，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管理体制。王雨磊和苏杨把这个制度优势分解为五个制度安排，包括自上而下的行政
统筹机制、统一调度的财政资金机制、统一调度的干部管理机制、贫困村组织建设机
制、精准考评和问责机制。① 左才等则提出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四大 “制度密码”，包括
顶层设计和高位推动、任务分解和责任共担、合力聚能和多维联结、分步实施和创变
调适。② 燕继荣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贫困治理的重要保
障。③ 谢岳认为这些制度优势使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
模式的鲜明自身特色。④

也有学者把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有效的扶贫政策。李小云和徐进认为，中
国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并非只取决于政治议程的强力推进，同时也依赖于行政科
层治理的有效实施。⑤ 张琦和冯丹萌认为，通过生产建设来培养贫困人口发展能力
的开发式扶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⑥ 王小林认为，贫困治理应该区分经济维度的
“贫”和社会维度的 “困”。利贫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和多维度综合扶贫是中国贫
困治理的 “三个支柱”。⑦ 具体来说，中国治理贫困的政策经验包括：协调好政府
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通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创造就业来进行生产
脱贫；扩大福利支出，通过提升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来进行社会
兜底；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等来帮助贫困人口提升
自我发展能力、防止脱贫后的返贫。⑧

总体上看，中西方文献从不同视角探索了影响减贫的因素，但对于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实践的普遍性理论意义仍有待深入挖掘。而且，在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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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研究文献中，减贫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发展目标。减贫政策则是由政府主导
的选择性干预行动，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的补贴和保障等专门性政策。这些研究
倾向于把制度因素当作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变量，过于关注国家权力的集中或分
散对减贫的影响，因而缺乏一种能从政府、社会和市场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贫
困治理的理论视角。

二、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

贫困治理不是单维度的减贫政策，而是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程，需要靠政府、

社会和市场各方的合力持续推动。贫困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消除绝
对贫困和减少相对贫困。但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囿于国家能力和资源的限制，

只能通过确定优先目标次序，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来分阶段推进。渐进式改革就是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政府通过增量改革和试点推广等方式，使
经济得以在转型中持续增长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外学界对此已有广泛共
识。① 由此可见，贫困治理和以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经济改革的逻辑相似，也需要在
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扩大受益群体，减少利益冲突，但贫困治理有更广泛的政策目标，

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差异也更难以分辨。

（一）贫困治理的三重机制

渐进式的贫困治理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仅需
要依靠国家资源的大力投入，而且需要市场联动、政府社会协同和目标演进这三重
机制的共同作用。在不同的现代化理论流派中，这些机制都得到了相应阐释，但都
聚焦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而对于贫困治理这一多目标的过程，实际需
要三重机制的整合和互动。

首先是联动机制，是指产业、城乡、地区之间形成的要素流动关系。贫困治理
应利用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产生联动效应，从而扩大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规模。阿尔
伯特·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均衡的链条，非均衡产生的利润和压力是推
动继续生产的动力。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保持而不是消除这种非
均衡。不平衡增长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产业之间的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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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向联动 （ｌｉｎｋａｇｅ），集中资源发展联动性强的产业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① 不平
衡增长理论因此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但是，不平衡增长只是
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过程中的阶段性战略。而对于已经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产业
间的联动效应已经形成，就需要进行增长阶段转换，追求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贫困治理同样要经历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过程。联动关系实质上是在差异基
础上形成互补关系，包括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分工差异，城乡之间的人口结构差异和
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贫困治理需要的不仅仅是在产业之间的联动，也包括城乡
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动。产业联动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产业链的
建立和扩张，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产生显著的减贫效果。城乡联动有
助于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推动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
差距，进一步扩大减贫效果。地区联动是利用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形成比较优
势互补，加强地区间生产合作，为定向转移的减贫政策提供资源和动力。联动机制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在水平层面形成减贫动力，放大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

其次是协同机制，是指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的资源调动和分配关系。贫困治
理既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协同参与。国家能力对于经济发展
有重要影响。无论是东亚的经济奇迹和非洲的发展困境，国家能力都是一个重要
的解释变量。② 从韦伯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看，国家能力强弱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
具备控制社会的基础结构权力。③ 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加强。具
有集中决策机制和高效官僚机构的政府可以汲取大量资源，自上而下推进产业政
策，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渗入社会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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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和配置资源，则难以制定和执行理性计划。因此，

彼得·埃文斯认为，发展型国家应当具备嵌入式自治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特
征，即政府既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力，又能嵌入社会并与之积极互动。① 早期的
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 “计划理性”来制定产业政策，实现经济
增长的目标。② 这是基于政府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假设做出的。然而，

当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互动更频繁时，发展型国家也需要超越嵌入式自
治模式。③

贫困治理对国家和社会互动有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贫困治理的
政策目标更多元，不只是经济增长；贫困治理的政策手段更多样，不只是扶持特定
行业的产业政策；受政策影响的不只是同政府关系密切的社会精英，而是一个需求
复杂的广泛群体。因此，贫困治理需要的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并非一个嵌入式自治的
静态结果，而是一个不断试错反馈调整的动态过程。协同机制的形成需要推动国家
与社会的双向赋权，提升国家治理能力。④ 一方面通过组织体系对基层社会深度嵌
入，扩大经济增长的 “涓滴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案，激发社会力
量的自主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减贫政策，在垂直层面形成减贫动力。这样才能扩大
受益群体，减少贫困治理的社会阻力。

再次是演进机制，是指治理目标、方式和结构的改进提升过程。联动和协
同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持续互动。如洪源远所言，中国的
治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提升是一个共同演化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过程，初始时期的弱
制度环境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引入市场化激励措施，从而推动经济增
长。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推动了制度环境的改善，形成相互强化的机制。⑤ 在
这个过程中，政府先确立阶段性政策目标，然后选择性试点，最后广泛推广。这种
试错反馈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可以根据资源的多寡、环境的优劣、试点
的成败来灵活调整。因此，贫困治理的目标演进不是平滑的线性过程，而是在反复
试错后的逐渐提升。

演进机制不仅体现为治理目标的分解和渐进执行，也体现为治理方式和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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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转换。其一是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转换。治理绝对贫困强调水
涨船高，通过经济持续增长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从而实现大规模减贫。对于经
济增长难以惠及的特定人群，需要靠专项规划来协助减贫。治理相对贫困则注重社
会公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社会政策补偿弱势群体的能力和机会缺失，缩小贫
富差距。其二是从单维度到多维度减贫的治理方式转换。单维度治理将目标聚焦于
货币化形式的贫困线，重点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减少贫困人口，减贫成本相对较低，

但减贫成果较脆弱。多维度治理将目标同时放在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方面，注重
减贫的整体性和持续性。其三是集权和分权的治理结构平衡。集权治理强调自上而
下的统一计划和部署，通过试点推广实施，分权治理则强调因地制宜的微观方案。

集权治理注重整体效率，但忽视了贫困成因的复杂多样。在实现了大规模脱贫之后，

更需要多样化的精准扶贫方案来解决深度贫困问题。顶层设计、逐级分解的混合治
理的优势就更能体现出来。

总之，这三重机制构成了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的动力：市场联动机制扩大
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产生了水平动力；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机制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和参与度，产生了垂直动力；治理演进机制通过不断的试错调整来积累资源，调适
治理目标、方式和结构，形成了上升动力。只有在这三重动力机制的联合影响下，

发展中国家才可能实现增长、分配与减贫的平衡 （见图１）。

图１　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

（二）贫困治理的政策实施次序

贫困治理的三重机制确立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动态平衡关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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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制的作用则需要通过政策实施来体现。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
短期投入和长期收益之间，以及总体收益与局部损失之间的矛盾。如果联动机制产
生的红利过早或过晚被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可能造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不平
衡，协同机制的作用难以发挥，从而导致贫困治理无法持续。因此，合理的政策实
施次序对于三重机制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从中国的政策实践来看，贫困治理是通
过三个政策实施阶段得以推进的。

第一阶段是开发减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通过农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发
展是贫困治理的重点，减贫资金的投向目标也由分散救济型转向集中开发型，以激
发重点贫困地区的增长动力。① 改革释放出的巨大增长动力使农村的减贫效果远高
于城市。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５亿减少为１．２５亿 （根据１９８６年设定的
农村贫困线）。② 这是中国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减贫成果是不平
衡的。绝对贫困迅速减少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显著拉大。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期农业增长的放慢，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减贫速度也放慢了。③

第二阶段是保障助贫。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使政府具备一定
的财力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开发式扶贫进行了必要补充，从而从整体上改善
了前期不平衡的减贫效果。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保障确定为市场经
济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随后又开始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改革试点。④ 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覆盖面扩大能够有效发挥兜底功能，使不同收入人群广泛获益，

巩固了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在扩大保障的同时，１９９６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
启动，通过行政安排和自愿互利相结合的方式，加快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
联动。⑤

第三阶段是精准扶贫。在社会保障水平整体提高以后，绝对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降低了实施对重点人群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政压力。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自
上而下的全面动员，精准识别出贫困户并建档立卡，逐渐建立了联贫带贫的长效机
制。２０１８年出台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坚持 “开发式扶
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最终实现了２０２０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在绝对贫困问题基
本解决后，贫困治理的重心就转向了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比如在 “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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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中国扶贫可持续筹资报
告》，北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６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人民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５版。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ｏｈｕａ　Ｃ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Ｕｎｅｖｅ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２，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４２．
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７０年发展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见吴国宝：《东西部扶贫协作困境及其破解》，《改革》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规划中提出的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目标。①

在三阶段的政策目标演进过程中，产业政策、保障政策、帮扶政策分别是各阶
段的主要政策工具。产业政策注重效率，通过增加对优势产业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并创造就业。保障政策强调兜底，通过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和增加
社会保障支出，提升大部分人的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帮扶政策强调平等，通
过对贫困地区和人群进行定向转移支付和联结帮扶，争取实现全面脱贫。这些政策
工具侧重不同的目标群体，且相互补充，如果能够同时推进，理论上可以实现显著
的减贫效果。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会产生实施成本。扶持优势产业的产业政策可
能拉大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矛盾上升。高福利的保障政策会带来高负债和高通胀的
压力，也会让未被社会福利覆盖的零工经济从业者更加脆弱。定点帮扶政策则对政
府的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也可能进一步加大财政负担。这些潜在的政策成本都可能
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从而产生贫困治理的反对力量，使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
关系更加复杂。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贫困治理政策的稳步推进，除了正确的政策实施次序外，

更重要的前提保障是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有效的督察问责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
保障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政策设计、校正、宣传、沟通，使帮贫助贫成为
广泛的社会共识，并最终将国家能力转换为制度成效。

三、以发展中国家为例的理论检验

渐进平衡模式发轫于中国的贫困治理经验，同时也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普遍性逻辑，因此可以用来分析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特别是非洲。

以非洲本土的贫困治理为例，不仅可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同时还可以从
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实践经验中发掘更多的普遍知识。而经验的多样性和知识的同
一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正是人类知识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②

非洲一直是检验各种贫困理论和减贫政策的试验场。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一直把经济增长当作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但非洲国家经济增长
缓慢，贫困问题反而更加严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洲５６％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线
以下。③ 到２０世纪末，非洲的绝对贫困率达到了５８．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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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第１版。
参见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ＵＮＣＴＡＤ，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２：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

Ｇｅｎｅｖ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ｐ．５９．
参见世界银行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数据库 （ｈｔｔｐ：／／ｍｅｓｓａｇ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ｈｔｍｌ）。



１９９９年，在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失败后，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建立了 “减贫战略计划”（ＰＲＳＰ），对制定了国家减贫战略
计划的重债穷国提供贷款和债务减免，以三年为一期。从２０００年开始，３６个非洲
国家参与了至少一期的 “减贫战略计划”。①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得益于国际商品市场的繁荣，出口大幅增加带动了经济增
长加速，但是 “减贫战略计划”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善重债穷国的贫困状况。② ２０１９
年非洲的总体贫困率下降到３９．２％。③ 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贫困人口总数反而增
加了。而且，如果用涵盖更广泛的多维贫困指数 （ＭＰＩ）来衡量，④ ２０１７年非洲国
家的多维贫困率为５４．２％，远高于绝对贫困率。⑤ 这说明非洲的贫困问题比以货币
形式反映出来的状况更严重。

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２１世纪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减贫情况
呈现出明显分化。３６个国家的绝对贫困率下降，其中１４个国家减贫幅度超过

５０％，１２个国家减贫幅度在３０％—５０％之间，１０个国家减贫幅度小于３０％。与
此同时，８个国家贫困率上升。⑥ 表现最差的津巴布韦贫困率上升甚至超过了

３００％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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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 “减贫战略计划”在非洲的实施国家及总体效果评估，参见 Ｄａｏｕｄａ　Ｓｅｍｂｅｎ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Ｄｉｄ　ｔｈｅ　Ｗａｌｋ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Ｔａｌ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Ｓ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２，２０１５．
Ｊｏｅｌ　Ｌａｚａｒｕ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９，

ｎｏ．６，２００８，ｐｐ．１２０５－１２２１；Ｒｉｃａｒｄｏ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Ｆｕｎｄ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Ｙｕｓｕｆ　Ｂａｎｇｕｒａ， 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ｐｐ．７４－９７．
参见世界银行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数据库。
多维贫困指数 （ＭＰＩ）由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的１０个指标组成。每个维度
的权重相当，各占１／３。其中，健康和教育维度各有２个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为１／６；
生活水平维度有６个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为１／１８。如果一个人有１／３的加权指标未
达标 （被剥夺），那么这个人就被认定为多维贫困人口。一个国家的多维贫困人口比率
是指多维贫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率。关于多维贫困线具体的测量方法，参见

Ｓａｂｉｎａ　Ａｌｋｉｒｅ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Ｆｏｓ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５，ｎｏ．７－８，２０１１，ｐｐ．４７６－４８７．
Ｍｉｎｈ　Ｃｏｎｇ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ａ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Ｗｈａｔ’ｓ　Ｎｅ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ｐ．５．
该数据未考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情况，且索马里和南苏丹因没有１９９９年的
数据，未计算减贫幅度。



图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绝对贫困率变化

　　　注：绝对贫困率是指日均消费低于１．９美元 （购买力平价）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数据库，不含厄立特里亚、赤道几内亚。

非洲国家的减贫表现差异巨大，而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期间，非洲国家普遍经济增长
加快。１４个减贫幅度较大的国家ＧＤＰ年均增长为４．８％；１２个减贫幅度中等的国家

ＧＤＰ年均增长为４．７％；１０个减贫幅度较小的国家的ＧＤＰ年均增长为３．９％。即使是
贫困率上升的８个国家，ＧＤＰ的年均增长也达到了３．６％。① 世界银行认为三个主要
因素限制了非洲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首先是人口快速增长稀释了经济增长的效果；

其次是薄弱的初始条件减少了经济增长的红利；最后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难以
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② 地理和资源的双重限制通常也是非洲贫困问题的重要原
因。③ 然而，１２个资源贫乏的内陆型国家中，９个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果，只有３
个国家的贫困率上升了。④ 减贫成果显著的国家在人口规模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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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计算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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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Ａ，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４３，２００７，ｐｐ．１６７６３－１６７６８．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划分，３１个非洲国家属于资源贫乏型国家，１５个属于内陆型国
家。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有 １２个国家。参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ｆＤＢ），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７：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８．



在减贫幅度超过５０％的国家中，既有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有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

从反映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政体指数 （Ｐｏｌｉｔｙ）来看，贫困率显著下降的１４个国

家的政体指数的平均值为３．１，反而低于贫困率上升的８个国家的平均值 （３．５）。

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世界治理指数 （ＷＧＩ）同减贫效果的关系也不显著。① 减贫幅

度超过５０％的国家中，既有治理指数较高的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也有得分较低的

苏丹、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国。

由此可见，非洲国家的贫困问题虽受制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历史遗

产等 “先天条件”，并会被经济增长、政治制度、治理能力等后天因素影响，但即使

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非洲国家之间的减贫差异仍然难以解释。基于此，我们需

要把关注点转向非洲国家的贫困治理机制，进一步分析政府、社会和市场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以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为例。② 这三个国家都是首批进入ＩＭＦ “减贫

战略计划”的非洲国家，从基本发展指标来看，它们的政治经济环境差异很大 （见

下表）。

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基本发展指标比较表

国家 埃塞俄比亚 加纳 尼日利亚

地理资源条件 资源贫乏的内陆国家 资源丰富的沿海国家 资源丰富的沿海国家

人均ＧＤＰ （美元）（２０１９年） ８５６　 ２２０２　 ２２３０
ＧＤＰ年均增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 ８．８％ ６．０％ ５．４％

政体指数 －１．６　 ７．１　 ４．６
治理指数 －０．９　 ０．０ －１．１

绝对贫困率 （１９９９年） ６０．３％ ３３．２％ ６７．１％
绝对贫困率 （２０１９年） １９．５％ １０．７％ ３９．２％
绝对贫困率变化 －６７．７％ －６７．８％ －４１．６％
多维贫困率 ７３．５％ ２３．２％ ４７．３％

　　　注：多维贫困率是指多维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本文使用的是世界银行估算的多维贫困率，测算方

法同多维贫困指数基本相同。但由于世界银行的多维贫困率使用了１．９美元的绝对贫困率作为衡量货币部分

的指标 （占１／３的权重），更便于同绝对贫困率进行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政体数据库 Ｐｏｌｉｔｙ　５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ｐｅａｃｅ．ｏｒｇ／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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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治理指数以六项指标 （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环境、
话语权和问责）来衡量国家治理能力。数值越高表明治理能力越好。表中的数值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期间该国六项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参见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由于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很大，选取这三个国家并非严格按照 “最大相似”或 “最
大差异”原则，而是更多考虑了这些国家的现实重要性。关于比较案例选择的原则和
局限，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但埃塞俄比亚是资源贫
乏的内陆国家，而尼日利亚是石油资源丰富的沿海国家。加纳尽管国土面积和人
口规模都相对较小，但作为最早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起步较早，

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尼日利亚和加纳同属中等收入国家，人
均ＧＤＰ接近。而埃塞俄比亚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ＧＤＰ仅为其他两国的４０％左
右。从常规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指标来看，埃塞俄比亚总体得分最低，尼日利
亚居中，而加纳的两项得分都较高。从这些因素来看，埃塞俄比亚面临最不利的
减贫环境。

自２１世纪以来，三个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埃塞俄比亚

ＧＤＰ年均增长率８．８％，为非洲最高的国家之一；加纳和尼日利亚的ＧＤＰ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６．０％和５．４％，也高于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相比而
言，埃塞俄比亚和加纳取得了更显著的减贫成果。而政治经济条件都优于埃塞俄比
亚的尼日利亚，绝对贫困率却高出前者一倍。

如果依据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能够进一步补充分析三国减贫效果明显
差异的原因，则能够证明联动、协同和演进的三重机制在观察、分析发展中国家
贫困治理上的有效性。基于此，为了检验这三重减贫机制是否有效，本文重点分
析三个国家在发展工业化、减少不平等和多维贫困治理方面的表现。联动机制强
调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可以用工业化程度来衡量。工业化程度提高意味
着产业联动能力的加强。协同机制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可以用不平等程
度来衡量。不平等程度高说明社会发展不平衡。演进机制强调减贫目标的提升和
扩展，即从货币形式的显性贫困扩大到教育、健康、能力等方面的深度贫困。这
个机制可以用多维贫困率和绝对贫困率的差异来衡量。当一国的多维贫困率显著
高于绝对贫困率，则说明减贫目标只集中在单维度的显性贫困。尽管这三个非洲
国家都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且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长，但贫困治理机制的效果不
同，导致减贫效果大相径庭。

作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起点低，政府财政能力有
限，福利支出比例也很低。但是，在埃塞俄比亚贫困治理过程中，联动和协同机制
均已初步形成且发挥了作用。自１９９１年起，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
础的联邦政府。政府通过引导市场发展和嵌入社会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同时把资
源优先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①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埃
塞俄比亚先后实施了两期经济增长与转型计划 （ＧＴＰ），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投
入优先发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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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Ａ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Ｍａｄ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ＧＤＰ中的比重从１４％上升到２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① 工业发展不仅创
造了大量就业，而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产业和城乡联动机制初步形成，成
为埃塞俄比亚减贫的重要因素。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期间，收入分布后４０％的人口的收入
增幅比全国平均收入增幅高近５０％，显示出强烈的益贫增长的特点。②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期间，埃塞俄比亚的绝对贫困率从６０％下降到１９％。

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机制也在逐渐形成。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埃塞俄比亚
建立了非洲最大的社会安全网络———生产安全网项目 （ＰＳＮＰ），主要通过以工代赈
的方式向７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社会保障。③ 相比于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转移支
付，以工代赈的保障方式改变了埃塞俄比亚的就业结构，增加了相对稳定的就业机
会，更具有包容性增长的特点，也获得了更多利益群体的支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
情况下，埃塞俄比亚通过扩大社会安全网和定向助贫，发挥了协同机制的作用，获
得了较广泛的社会支持，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效果。

在演进机制方面，以人均消费水平的货币性指标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贫困率
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低发展水平的现实限制了减贫目标的提升。尽
管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政策 （ＮＳＰＰ），提出了 “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

的概念，作为提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核心机制，也增加了对极度贫困人口的现金转
移，但在教育和健康等领域的改善却不明显，多维贫困率高达７３．５％，深度贫困问
题仍难以解决。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加纳依靠产业政策来推动制造业
的发展，发挥了产业联动机制的作用，在短期内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果，但未能长
期持续。１９８３年，深陷债务危机的加纳接受了ＩＭＦ的贷款和附带的结构调整方案，

经济实现了正增长，政治上也经历了转型，但是债务负担并未减轻。④ １９９９年，加
纳加入了 “减贫战略计划”，按照世界银行和ＩＭＦ的框架制定了减贫战略计划。加
纳经济保持了３０年的连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期间的２．０％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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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０，ｐ．２９．
这个指标对应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的减少不平等目标 （目标１０）。Ｌｕｃａｓ
Ｃｈａｎｃｅｌ　ｅｔ　ａｌ．，“Ｈｏｗ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９０－２０１７，”ＷＩ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３，２０１９，ｐ．３５．
Ｊｏｈｎ　Ｈｏｄｄｉｎｏｔ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ｍａｙｅｈｕ　Ｓｅｙｏｕｍ　Ｔａｆｆｅｓｓｅ，“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ｉｎ
Ｆａｎｔｕ　Ｃｈｅｒｕ，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ｒａ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５．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Ｋ．Ｆｏｓｕ，“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Ｇｈａｎａ　Ｃａｓ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Ｋ．Ｆｏｓｕ，ｅｄ．，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２６５－２８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期间的５．３％。① 在此期间，加纳积极推进产业政策的实施，产业联
动机制产生了初步效果，对减贫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最大。然而，２００７年以来，由于大量石油储量的发现，加纳的经济增长越来
越依赖于石油出口，制造业的份额持续下降，削弱了产业联动机制。

此外，加纳经济增长的红利也未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进行广泛分配，既有的

社会福利反而因社会阻力加大而削减。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间，加纳的社会福利支出从
占ＧＤＰ的１．１％下降到０．６％，远远低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１．６％的平均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因此减弱。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期间，占总人口４０％的贫困
人口的收入增幅比全国平均收入增幅低２５％。② 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保障的缩

减导致经济增长的受益群体缩小，持续减贫变得更困难。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期间，加

纳的贫困率年均下降２％。而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加纳的贫困率年均仅下降了

０．２％。③ 不过，作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加纳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

来实施综合的减贫方案。加纳不仅通过转移支付来减少货币性贫困，而且注重改善

教育和健康水平，多维贫困率呈稳步降低趋势。

作为非洲人口最多且自然资源丰富的中等收入国家，尼日利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其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石油需求和价格上
涨。由于对石油开采和出口的严重依赖，尼日利亚已经成为典型的 “石油国家”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④ 制造业发展受到抑制，产业联动无法实现，失业率不降反升。尤其

是２１世纪以来，更出现了经济和贫困人口都快速增长的现象。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尼
日利亚的经济年均增长５．６％，绝对贫困率从６７％下降到３９％，但由于人口增长迅

速，绝对贫困人口反而从５６００万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３００万。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尼日

利亚的贫困人口将增加到１．２亿，成为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⑤

尽管尼日利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制定了减贫战略，但由于石油出口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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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石油相关行业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分歧加

大，在贫困治理上缺少社会共识，减贫战略难以实施。在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尼日利

亚经济总量翻了一番，但社会保障投入并没有随之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仅占ＧＤＰ的

０．３％，只覆盖了全国２％的人口。① 这个比例远远低于非洲国家１．５％的平均水平，

收入再分配效应很弱。② 其结果是，近年来尼日利亚的不平等水平虽略有下降，但

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结　　论

中国的减贫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所决定的。但在这一鲜明本土特色的基础之

上，中国的贫困治理还显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贫困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

短期行动，而是需要不断调整改进的渐进过程，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分配过程中的

资源和利益平衡，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实践，不断扩大受益群体，减少政策阻碍，

凝聚社会共识。

贫困治理渐进平衡模式符合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逻辑。减贫成功不仅取决于政府

的高度动员能力，而且有赖于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有效的市场机制。唯其如此，消灭

贫困这个宏大政治目标才不会发生偏离，才能在持续增强的社会合力推动下稳步实

现。这个模式对于理解贫困陷阱的形成及其治理有普遍性意义，有助于拓展现有的

国际减贫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揭示了政府、社会和市场在贫困治理中的三重互动机制。第一重是产

业、城乡和地区的联动机制，促进了要素流动，扩大了减贫政策的受益面。第二

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机制，凝聚了社会共识，降低了减贫政策的社会阻力。

第三重是治理目标、方式和结构的演进机制，推动经济从不平衡增长过渡到平衡

发展。这三重机制的合力使减贫成为自我强化的过程：减贫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在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推动

贫困治理重点从绝对贫困转向多维贫困和相对贫困，对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将是重要保障。

其次是强调贫困治理政策次序的重要性。传统的减贫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地

理条件、历史遗产、制度、国家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为减贫设置了前提条件，

也将许多低收入国家置于贫困陷阱的宿命论中。中国经验证明，初始条件并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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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的决定因素，合理的政策目标和次序才是影响贫困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国
采取的渐进方式，按照开发减贫—保障助贫—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依次推进，利
用了产业、保障和帮扶等政策工具，既保证了减贫资源的持续供应，又有效扩大
了政策的受益群体，减少了社会阻力，最终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对于许多发
展中国家来说，即使没有有利的先天条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只要根据自身条件
量力而行地制定减贫战略，并随着环境变化调整政策目标和方式，扩大减贫的利
益同盟，仍然有机会摆脱贫困陷阱。

最后是推动了国际发展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知识生产的结合。２１世纪以来，全球化
的推进和科技进步使世界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问题，贫困问题也变得更为复
杂。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经验的发展理论仍然坚持将减贫看作一个单纯的技术
问题，希望通过要素组合找到标准答案，但这并未能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圆
满的答案。而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贫困治理没有标准的成功配方和预设条件，而是
一个在 “干”中 “学”的动态平衡过程。

渐进平衡的贫困治理模式展示了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一般性逻辑，同时也
强调了因地制宜政策实践的重要性。每个国家的发展经历都是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
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根据自身条件在实践中探索，才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
有效方案。

〔责任编辑：张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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